【精品推荐】

穷人的孩子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一院羊章凯推荐，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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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大多数家长都重视孩子的教育，不仅是社会上的大人们每天都进行着竞争，而且这股大人们的竞争氛围都渐渐蔓延到未出社会的学生等下一代身上了。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是贫富差距巨大，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教育资源存在巨大的落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城市里的孩子可以在童年时期获得先进的教育资源，优秀的老师指导等等，而大多数农村的孩子却在刻苦努力学习考上好的大学，走到大城市的生活后，才开始接触只有在经济基础雄厚的城市才有的教学资源。因此，《穷人的孩子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这篇文章一定程度揭示了教育方面的问题，希望对大家都有所启发。

“寒门再难出贵子”是近年来一个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可以说，这是个残酷的社会现实，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北大、清华等名校招收的学生中，农村学生特别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比例下降即是一个佐证。
当然，这一现象与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提倡的“公正”背道而驰。因此，似乎为了某种纠偏，北大、清华等全国46所高校已启动农村学生专项招生，录取优惠分值最高可降60分。清华启动“自强计划”，面向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及县以下高中，招收农村学生。录取人数不超过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约达170人。北大则启动“筑梦计划”，以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优秀农村学生，主要面向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及县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
这种象征性的弥补措施，能多大程度促进公平？我对此抱有怀疑。在考生“身份”认定中，确定出谁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其中就有着相当大的人为因素。与硬碰硬的考试相比，真正的农村生或贫困生在获取政策惠顾的资源比拼中更处于劣势。考虑到以往各种加分、保送政策，成为豪门家庭营私舞弊的重要路径，谁能保证，面向农村学生降分的专项招生，不会成为有能量家长又一舞弊渠道？
而且，我之所以认为这种弥补措施是“象征性”的，乃是因为，这十几年来，因为基础教育的资源分配的显失公平，才导致了农村学生特别是贫寒家庭的学生考入名校越来越少。基础教育是因，高等教育是果。不从“因”上解决问题，仅仅在“果”上做某些象征性弥补，那只是应对舆情的宣传，很难促进实质性的公平。
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制度最初的十几年内，城乡的基础教育也是不平衡的。邓小平曾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成为一个时期教育之圭臬。可再深思一下，为什么是对景山学校题词而非某所乡村小学？景山学校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但是，我也要说，那个时期基础教育的不平衡程度，远不如现在。这种不平衡加大的趋势，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家庭对孩子基础教育所需的实际投入越来越大——而这种投入加大是以“加强素质教育”为名的；二是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流入造成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
以我生长的湘中农村为例。我家所在的那个自然村有700多人，在1999年以前，是远近闻名的“读书村”。本村最为辉煌业绩是：1984年，一位陈姓老兄高考成绩是湖南省理科第一名，他那年16岁。一时间，山村沸腾了，整个县也沸腾了，他被北京大学录取，现居美国。
像我这样考入兰州大学这类低调名校的人，则是等而次之了。我和这位老兄所读的小学、初中是同一所，他所读的高中是县一中。如果要说教学条件，那可真是简陋。我们所读的小学现在不复存在了，好些年前被撤并，原址成为养猪场。这位陈姓老兄和我就读该小学时，全校只有5个班（一到五年级各一个，当时小学是五年制），五位老师全部是民办教师，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他们在教学之余还要回家耕种责任田。我们所就读的初中位于一个山坳上，连围墙都没有，操场是泥巴地，我俩先后就读时，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恰好是同一人，这位老师是我同村的叔叔，当时也是民办教师（我初三那年转正）。
这种简陋教学条件下能出基础教育大省“理科状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奇迹。这个奇迹颇能说明些问题。在当时，尽管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但贫困地区天资聪颖而勤奋的学生脱颖而出的机率远大于现在。原因也很简单：一是那时候教学内容和考试的内容相对较窄，学生自身素质以外的因素决定性作用不如现在，而且考试的标准比较刚性；二是家长对孩子基础教育也不需要现在这么大的投入。
再以我那个小山村的“高考奇迹”为例，当时我们小学每学期收费2元5角，此外买几本教材几支铅笔和练习本就行了。老师的水平高固然好，即使水平差，天分高的学生将有限的几本教材读懂并不难，进而融会贯通，相比较城市里的学生，差距并不大。所以那时候，我们湘中农村对孩子教育的保障就是：给他交学费，让他吃饱饭。如此足矣！
可现在呢？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可大多数家长对孩子基础教育实际投入是增长的。农村子弟特别是农村的贫寒子弟，很容易输在“起跑线”上。小升初、中考乃至高考名堂越来越多，学习成本越来越高。各种加分条件，往往被父母有能量的学生享有，各种各样的“素质教育”的投入，远非农村孩子的家庭能够承担。再加上这些年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村空心化，农村的孩子不是随着父母进城就读打工学校或就读在条件较差的郊区学校，就是跟着祖父祖母留守在家。这样的情形下，要出陈姓老兄那样的“高考奇迹”几乎不可能。
明代科举的考试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最重要的科目是八股文写作。这种考试模式后来被许多人诟病为僵化，禁锢人的思维。其实这种考试标准是比较公平客观的，将“四书五经”背熟读通并能写出优秀八股文的人，要具有相当的素质。重要的几场考试内容限定“四书五经”，形式主要突出八股文和试帖诗（策论则可考察一个人的知识面和综合分析能力），对贫寒子弟是大有好处。“四书五经”，贫寒子弟也能买得起，再加上勤奋或者天资不低，和权贵子弟相比劣势并不明显。所以湖南湘乡偏僻山乡荷叶塘的农家子曾国藩能考进士、点翰林。
古代有“穷文富武”之说，学文并不需要很大的投入，几本书就行。学武则不一样，光那些装备就是不菲的支出。如果那时候的科考以“素质教育”为名，范围扩大，二十三史、历代文豪的文集都在考试之内，那贫寒家庭的子弟恐怕只能望洋兴叹了。曾国藩在第二次科考落第后回家途经南京时，才借钱买了套二十三史。
随着家长对孩子家基础教育投入不断加大的同时，这些年优质教育资源也加大向中心城市流入。在恢复高考最初的十几年内，由于教师流动相对不自由，也由于学校硬件对教学效果影响不如现在这么大。往往有好老师在偏僻、简陋的学校内教授刻苦的农家子。如我所在的新邵县，新邵一中在县城，自然是师资力量、教学条件最好的，但另一所高中新邵二中，地处最为偏僻的坪上镇，该校是清末著名绅士周叔川创办的，历史悠久，学风笃实。因此，二中凭一区（当时几个乡组成一个区）的生源，高考成绩不亚于一中甚至时有超越之。
不独我的家乡，像甘肃会宁、江西上栗，都是偏僻之地而有名校。这些年教学资源的分布则是“奉不足而补有余”，乡镇好的老师流向县城中学，县城中学的好老师流向省城或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以湖南为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每年高考文理科的前几名，一多半分布在各县的中学，而现在，多集中在省城几所名校和几个地级市城区中学。各县的名师被省城中学挖走，一些家庭条件尚可的优秀生源也纷纷去省城读高中，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则留在本县读高中。这样的情形下，贫寒子弟勤奋学习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无法与家庭优越的学生相比。
“寒门再难出贵子”是社会变革中不公平加剧的缩影。北大、清华等高校对农村学生的专项招生当然无法改变大的社会环境，而只是大环境的产物。尽管我对其效果不乐观，但总算聊胜于无，只是祈望这项政策别走样，别和那些加分政策一样成为有能量家长的又一个“后门”。

（推荐者注：本文来自贵阳网-教育2015年4月20日，原注来源：腾讯教育）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4月30日）
—６—

—７—


